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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P值之争的本质是人们把统计检验和统计推断混淆，直接用统计检验结果来进行统计
推断．这导致许多似是而非的理论被接受．统计检验犯错的是假阳性概率．统计推断犯错的是
假阳性之反概率．两种概率之间的数值关系受先验概率影响很大．先验概率越高，利用统计检
验的结果进行推断所犯错误概率就越小．如果先验概率很小，即使假阳性概率很小，利用该结
果进行推断所犯错误概率也很大．本文以管理学研究为例，提出解决该问题的办法是，通过与
现实和与理论的双重对话来掌握先验概率，以提高基于统计检验的结果进行统计推断的可靠

性．本文的科学哲学意义是，揭示了科学研究是先验与经验相统一的本质，以及科学研究的不
充分决定性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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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P值( P values) ”可能是现代科学研究中使
用最普遍的语言了．研究者普遍使用 P 值进行假
设检验和统计推断，使用最广泛的方法是零假设

检验( null hypothesis significance testing，NHST) ［1］．
在现代科学中，研究者对基于 P 值的 NHST 方法
的信奉达到了“宗教信仰地位”［2］． 但是，人们对
基于 P值的 NHST 方法质疑不断，特别是最近几
年，批评激烈．批评主要是三方面:
一是错误理解和使用． 如 Goodman［3］指出对

P 值的 12 种错误理解，Greenland 等［4］指出对
P值、置信区间和统计功效的 25 种错误理解．
2019 年《自然》发表一篇由来自全球 50 多个国家
或地区的 800 多位学者( 包括统计学、生物学、心
理学、临床学和医学等) 签名支持的评论文章［5］，

同时《美国统计学家》发表专刊［6］，要求彻底放弃
两分法的“统计显著性”错误说法和用法．
二是该方法的不足之处．主要有: 1 ) P 值不

能进行直接推断． P值是关于数据 D在 H0为真下

的条件概率，即 Pr ( D | H0 ) ，但需要推断的是，在

数据 D下 H0为真的概念，即 Pr( H0 |D) ．这两个条
件概率并不相等，所以不能根据 P 值直接进行推
断［2，7，8］． 2) 无法为零假设的成立提供证据． 当
P值大于设定的 α 时，由于不满足小概率反证法
的条件，其不能直接接受零假设为真［8，9］． 3 ) 不
能进行多个理论间的比较，特别是零假设与研究

假设之间的比较［7，10］． 比如说，如果得到 P =
0. 01，是否就拒绝 H0而接受 H1呢? 不一定．进一
步的推断还要看 Pr( D | H1 ) ，即数据 D 在 H1下的

条件概率．
三是使用该方法的不道德行为． 最典型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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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值操纵( P-hacking) 和摘樱桃( cherry picking) 问
题．如《科学》杂志 2015 年报道了一项复制性研
究的发现，他们复制了 100 个心理学实验，虽然
97%的原研究发现了显著性效果( P ＜ 0． 05 ) ，但
仅 36%的复制性研究发现显著性结果［11］．
针对这些批评，为了提高研究结果的可复制

性和产生可靠的知识，有学者如 Johnson［12］以及
由 Benjamin等［13］领衔的 72 位学者提出，把统计
显著性水平由原来的 0． 05 降低到 0． 005; 有学者
提出，放弃 NHST 方式，禁止统计显著性检验［5，
14］．还有学者提出，NHST方法以及内含其中的P值
是清白的，不要一味地摒弃基于 P值的 NHST方法，
而是与其他方法互补，引入这些方法［15 －17］．
本文认为 P 值之争揭示的是，对基于 P 值

的 NHST方法的误解和错用，即没有区分统计检

验和统计推断，用统计检验结果直接进行统计

推断，从而导致错误的统计推断． 解决的办法
是，不是放弃基于 P 值的 NHST 方法，而是引入
先验概率．先验概率是指，要验证的假设及其背
后的理论在抽样数据之外所知道的发生概率．
研究者通过与现实和理论的双重对话来掌握先

验概率，提升基于统计检验结果进行统计推断

的可靠性．

1 科学探究过程中的推理、检验和
推断

科学探究是“问题 －理论 －证据”三位一体的
过程［18，19］，包括推理( reasoning)、检验( testing) 和推
断( inference) 三大活动，如图 1所示．

图 1 “问题 －理论 －证据”三位一体的科学探究过程
Fig． 1“problem-theory-evidence”trinity process of scientific inquiry

注 1: X'和 Y'是理论层的概念，X 和 Y 是证据层的变量． X、Y 以及两者间实证关系( d) 是可以观测到的． 虚线( a) 是概念间关系，虚线
( b1 ) 、( b2 ) 是构念的信度和效度，虚线( c) 是内部效度．虚线所表示的内涵都是观测不到的，只能根据观测到的结果来推断．

注 2: 该图整体结构启发于 Dewey［18］的“审慎性思维( reflective thinking) ”以及 Kerlinger和 Lee［19］、Schwab［25］．

1． 1 推理
科学探究是问题导向的，问题来源于人们对

现象或知识产生的困惑与怀疑［20，21］．根据已掌握
的知识并结合猜想，人们提出解决问题的初步方

案．初步方案是待检验的理论．人们必须寻找足够

的证据，直到支持所提出的理论，才暂时接受［18］．

理论是概念间建立联系的一套逻辑［22］．理论概念
间逻辑关系不可以直接在具体情境中进行观察和

检验，但可以通过推理，形成一系列可以在具体情

境中观测和检验的研究假设( H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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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检验
人们能够观测到的是现象世界中的 X 和 Y，

以及据此数据计算出来的两者间的关系( d) ． 逻
辑上说，证实“X 和 Y 间关系是 d”需要无限次的
抽样观测，而且每次得到的都是 d［19］．但是，如果
“X和 Y间关系是 d”，那么有限次抽样得到两者
关系为超出 d一定范围是小概率事件．因此，如果
一次抽样出现了这一小概率事件，那么逻辑上说，

每次抽样都能够给出反驳“X和 Y间关系是 d”的
事实．
零假设( null hypothesis) 必须是准确地与某

一值相等的假设［23］． 假设“X 和 Y 间是一确定关
系 d”是零假设． 根据有限次抽样观测，不能直接
证实零假设，但可以提供证伪零假设的事实．但是
如果零假设被证伪了，并不代表研究者便可以接

受在逻辑上与零假设对立的命题． Fisher［23］并未提
出备择假设这个概念，提出备择假设这个概念并把

它与零假设并立检验的是 Neyman和 Pearson［24］．
在零假设检验中，P值的含义是，如果零假设

为真的话，本文在抽样数据中观察到的该结果或

更极端结果的概率． 通常设定一个阈值，如 α =
0. 05．如果 P ＜ α，则 H0在该抽样数据的检验中被

拒绝．一般把 α 称为“第一类错误”或“假阳性概
率”( probability of false positives) ，含义是，如果
H0为真，统计检验却把 H0拒绝了，所犯错误的概

率，即 Pr( H0检验被拒绝 | H0为真) = Pr( P ＜ α | H0

为真) = α．这是检验过程．
Neyman 和 Pearson［24］提出的一个引理奠定

了今天把备择假设与零假设并立检验的理论基

础． Neyman 和 Pearson［24］首先引进了“检验强度”
的概念: 当备择假设为真时，统计检验能够拒绝零

假设的概率． Neyman 和 Pearson［24］的引理界定了
在固定的 α之下让检验强度为最大的条件．如果
用 β代表备择假设为真时统计检验未能拒绝零假
设的概率( 即第二类错误) ，那么检验强度等于

1 － β． β 也称为“假阴性概率( probability of false
negatives) ”，即如果 H1为真，统计检验却未能把

H0拒绝，所犯错误的概率．
1． 3 推断
推断分两步，先是统计推断，根据有限次抽样

数据计算，通过证伪零假设( 即 H0 : rxy = d) ，从而
推断，接受备择假设( 即 H1 : rxy≠d) ．然后是理论
推断，推断概念 X'和 Y'间的逻辑关系( a) 为真．
统计推断的本质是，基于统计检验，推断 H0

为假，从而接受 H1为真． 统计推断要回答的问题
是: 如果统计检验时根据给定的标准( 比如 P ＜
0. 05) ，H0检验被拒绝，那么在此条件之下，“零假
设为真”的概率是多少? 即 Pr ( H0为真 | H0检验

被拒绝) = ? 这个条件概率和假阳性概率的前件
和后件是反过来的，所以称作“假阳性之反概率
( inverse probability of false positives) ”． 这两个概
率原则上不相等; 只有在 α = 0 的时候②，或 α =
β且 Pr( H0为真) = Pr( H1为真) = 1 /2 的时候③，
两者才相等．
根据贝叶斯定理，计算“假阳性之反概率”除

了需要假阳性概率( α) 和假阴性概率( β) ，还需要
先验概率( prior probability) 这一信息． 先验概率，
即公式中的 Pr( H1为真) ，是指在没有统计检验之

前，根据各种已有信息( 如报道、报告、历史资料
等) 估计假设 H1为真的概率．
假阳性之反概率 = Pr( H0 为真 | H0 检验被

拒绝) =
( 1 － Pr( H1 为真) ) × α

( 1 － Pr( H1 为真) ) × α + Pr( H1 为真) × ( 1 － β)
必须指出的是，统计推断只是推断过程的要件

之一．如图 1所示，做出可靠的推断还必须满足至少
如下两个条件:一是对概念 X'和概念 Y'的测量，其信
度和效度必须达到要求( 虚线 b1和虚线 b2表示) ; 二
是满足 X和 Y间统计关系的内部效度( 虚线 c表示) ．

2 先验概率在统计推断中的作用

根据上述“假阳性之反概率”计算公式，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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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α = 0 意味着检验是确定性事件，“如果 A则 B”与“如果非 B则非 A”是完全等价的．但是，如果 α≠0，那么“如果 A则 B”与“如果非 B
则非 A”就不是完全等价的．
Pr( H0为真) 和 Pr( H1为真) 分别是零假设和备择假设的先验概率，当两者都是0． 5 时，先验概率没有提供额外信息来修正后验概率; 此

时若假阳性概率( α) 和假阴性概率( β) 相等，则“如果 A则 B”与“如果非 B则非 A”是完全等价的．



行数据模拟，得到表 1 ．由表 1可知，Pr( H1为真)

这一先验概率对于计算假阳性之反概率影响很

大，并且比假阴性( β) 的影响大得多． 当 β =
0. 05时，要保证 Pr( H0为真 | H0检验被拒绝) 小

于 Pr( H0 检验被拒绝 | H0 为真) ，Pr( H1 为真)

这一先验概率必须不小于 0 ． 5 ; 当 β = 0 ． 25 时，
要保证 Pr( H0 为真 | H0 检验被拒绝) 小于

Pr( H0 检验被拒绝 | H0 为真) ，Pr( H1 为真) 这

一先验概率必须不小于 0. 6 ． 如果 Pr( H1 为真)

这一先验概率很低，比如表 1 中的 0 ． 01 一行，那
么，即使通过显著性检验( P ＜ α = 0 ． 05 ) 并且
β = 0. 05，犯错误接受 H1 为真的概率不是通常

所认为的低于 0 ． 05，而是高达 0 ． 981 ．
“假阳性之反概率”受 Pr( H1为真) 这一先验

概率的影响很大．“假阳性之反概率”越小，做出
“拒绝零假设( H0 ) 接受统计假设( H1 ) ”推断就
越可靠．下面举三个例子，说明先验概率对做出可
靠推断的影响．

表 1 假阳性之反概率
Table 1 Inverse probability of false positives

先验概率

Pr( H1为真)

α = 0． 01

β = 0． 05
α = 0． 01

β = 0． 25
α = 0． 01

β = 0． 50
α = 0． 05

β = 0． 05
α = 0． 05

β = 0． 25
α = 0． 05

β = 0． 50
α = 0． 10

β = 0． 05
α = 0． 10

β = 0． 25
α = 0． 10

β = 0． 50

0． 001 0． 913 0． 930 0． 952 0． 981 0． 985 0． 990 0． 991 0． 993 0． 995

0． 01 0． 510 0． 569 0． 664 0． 839 0． 868 0． 908 0． 912 0． 930 0． 952

0． 05 0． 167 0． 202 0． 275 0． 500 0． 559 0． 655 0． 667 0． 717 0． 792

0． 10 0． 087 0． 107 0． 153 0． 321 0． 375 0． 474 0． 486 0． 545 0． 643

0． 15 0． 056 0． 070 0． 102 0． 230 0． 274 0． 362 0． 374 0． 430 0． 531

0． 20 0． 040 0． 051 0． 074 0． 174 0． 211 0． 286 0． 296 0． 348 0． 444

0． 25 0． 031 0． 038 0． 057 0． 136 0． 167 0． 231 0． 240 0． 286 0． 375

0． 30 0． 024 0． 030 0． 045 0． 109 0． 135 0． 189 0． 197 0． 237 0． 318

0． 35 0． 019 0． 024 0． 036 0． 089 0． 110 0． 157 0． 164 0． 198 0． 271

0． 40 0． 016 0． 020 0． 029 0． 073 0． 091 0． 130 0． 136 0． 167 0． 231

0． 45 0． 013 0． 016 0． 024 0． 060 0． 075 0． 109 0． 114 0． 140 0． 196

0． 50 0． 010 0． 013 0． 020 0． 050 0． 063 0． 091 0． 095 0． 118 0． 167

0． 55 0． 009 0． 011 0． 016 0． 041 0． 052 0． 076 0． 079 0． 098 0． 141

0． 60 0． 007 0． 009 0． 013 0． 034 0． 043 0． 063 0． 066 0． 082 0． 118

0． 65 0． 006 0． 007 0． 011 0． 028 0． 035 0． 051 0． 054 0． 067 0． 097

0． 70 0． 004 0． 006 0． 008 0． 022 0． 028 0． 041 0． 043 0． 054 0． 079

0． 75 0． 003 0． 004 0． 007 0． 017 0． 022 0． 032 0． 034 0． 043 0． 063

0． 80 0． 003 0． 003 0． 005 0． 013 0． 016 0． 024 0． 026 0． 032 0． 048

0． 85 0． 002 0． 002 0． 004 0． 009 0． 012 0． 017 0． 018 0． 023 0． 034

0． 90 0． 001 0． 001 0． 002 0． 006 0． 007 0． 011 0． 012 0． 015 0． 022

0． 95 0． 001 0． 001 0． 001 0． 003 0． 003 0． 005 0． 006 0． 007 0． 010

1． 00 0 0 0 0 0 0 0 0 0

注: 假阳性之反概率 = Pr( H0为真 | H0检验被拒绝) ，即给定统计检验拒绝了 H0的条件下 H0为真的概率．

2． 1 例 1: 丹尼尔·卡尼曼著作《思考，快与慢》
中的出租车肇事逃逸［26］

一辆出租车在夜晚肇事逃逸． 该城市有两家
出租车公司，出租车分别是绿色和蓝色分别占

85%和 15% ． 一位目击证人说，他看到肇事出租
车是蓝色的．当晚，警察在出事地点对证人的证词
进行了测试，结论是: 目击者在当时能够正确辨认

出这两种颜色的概率是 80%，错误的概率是

20% ．请问，警察该如何裁决? 具体地，肇事出租
车是蓝色而不是绿色的概率是多少?

这个例子中，检验是目击证人所做出的，Pr
( 指认为蓝色 |肇事车是蓝色) = 0． 8，Pr ( 指认为
蓝色 |肇事车是绿色) = 0． 2． 推断是警察所要做
出的，当证人指认为蓝色时，肇事车是蓝色的概率

是多少，即 Pr ( 肇事车是蓝色 |指认为蓝色) = ?
下面来分析几种情况: 其一，如果没有目击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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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只能根据先验概率来做裁决，即 Pr( 肇事车是
蓝色) =0． 15，Pr( 肇事车是绿色) = 0． 85．其二，如
果测试表明目击证人指认正确率是 100%，那么，
警察就根据目击证人的证词来裁决． 其三是现在
的情况，目击证人的指认正确率是 80%，并且先
验地知道，85%的出租车是绿色的，15%是蓝色
的．警察需要利用先验概率来调整目击证人的指
认概率，以得到可靠的推断，从而做出可靠的裁

决．利用如上信息和贝叶斯公式，得到 Pr( 肇事车
是蓝色 |指认为蓝色) = 41． 37% ． 因此，警察应该
裁决，蓝色出租车公司承担 41． 37%的责任，绿色
出租车公司承担 58． 63%的责任．
2． 2 例 2: 超感官知觉( extra-sensory perception，

ESP) 的研究
在 P值争论中，有一篇心理学文章［27］被批评

得很厉害．文章中第一个实验是，让各种图片随机
出现在屏幕的左边或者右边，然后让被试来猜测

图片会出现在哪边．如果被试的猜测是随机的，也
就是说没有 ESP 效应，那么猜对的概率应该是
0. 5 ( H0 : P = 0． 5) ．实验者让被试用各种意志集
中、力量集中的办法，仔细地猜．结果发现，对于某
种类型的图片，被试猜对的比例高达 53． 1%，而
且在统计上是显著的( tdf = 99 = 2． 51，P = 0． 01 ) ．
所以研究者的结论是:有超感官知觉( H1 : P ＞0. 5) ．
学者从多方面批评该研究，其中重要的一项批

评是，“有超感官知觉( H1 : P ＞ 0． 5) ”的先验概率
极低，研究者用统计检验结果( P = 0． 01 ＜ 0. 05) 来
进行推断，没有考虑先验概率从而极大地低估了推

断错误． Wagenmakers 等［7］指出，ESP 存在的先验
概率极低，其原因至少有两点，一是没有任何有机

体、神经、生物化学等方面的理论能解释 ESP 的运
作机制，二是没有真实生活的证据支持 ESP 存在．
Wagenmakers等［7］还做了一个思想试验，如果世界
上真的存在 ESP 的人，那么由于少数几位 ESP 人
就让所有的赌场破产，所以赌场不可能存在．基于
此，Wagenmakers 等［7］假定先验概率 Pr ( H1 ) =
10 －20，一个接近于零的概率．运用贝叶斯公式，并
假定研究设计完美，α 和 β 均设定为 0． 05，此条件
下假阳性之反概率 = Pr( ESP不存在统计检验 P ＜
0． 05) =0． 999 999 999 999 999 999 81．也就是说，先
验概率几乎为零，基于统计检验结果( P = 0． 01 ＜
0． 05) 来进行统计推断 ESP 存在，所犯错误的概

率几乎为 1．
2． 3 例 3: 日常医院检查
其实生活中有许多这样的例子．比如，某人去

医院体检，检查结果发现某种疾病呈阳性; 假设医

院体检仪器的准确率是 95% ; 卫生部门报告，在
这个地区大约有 6%的人得这种疾病． 医生需要
根据体检阳性的结果，推断这个人没有得这种病

或得这种病的概率．事实上，95%检查准确率已经
相当高了，但是，误诊率仍然非常高．此例中，这个
人没得该病的概率是 45． 19% ( 而不是 5% ) ，得
该病的概率是 54． 81% ． 所以，体检为阳性不要
慌，医生也不要急于下结论，要仔细询问其职业、
作息、身体、家庭、病史等信息，并进行病理分析，
尽可能地多掌握先验概率． 结合先验概率和检查
结果来进行病情推断，提高诊断可靠性．

3 掌握先验概率的双重对话: 与现
实对话和与理论对话

2016 年《美国统计学家》期刊刊登了美国统
计学会关于 P 值的声明． 声明的“结论”中写到，
“良好的统计实践作为良好科学实践的一个重要
组成部分，强调良好的研究设计和行为的原则、各
种数字和图表形式的对数据的总结、对所研究现
象的理解、在情境中对结果的解释、完整的报告，
以及对数据意涵的恰当的逻辑理解和定量解释．
任何单一的指标都不能代替科学推理．”［1］如何
根据统计检验的结果进行推断? 这个声明至少告

知两点，一是理解所研究的现象并在现象的情境

中对统计结果进行解释，二是理解研究假设中的

理论逻辑．上文中曾提到，在批评 Bem［27］的超感
官知觉( ESP) 研究时，Wagenmakers 等［7］指出了
“ESP存在的先验概率”非常低的两条主要理由:
没有现实的证据和没有理论的逻辑．
因此，本文提出研究者掌握先验概率的两大

途径: 与现实对话以提供基于现实的证据; 与理论

对话以增强基于理论的逻辑． 表 2 总结了 9 篇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年度最佳论文的
具体做法．在建立理论之前，他们既与现实对话，
又与已有的理论对话．建立理论之前的双重对话，
本质上是研究者掌握所建理论的先验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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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与现实对话以提供基于现实的证据
如果所研究的现象及其关系在客观世界中确

实存在，那么就有信心相信构建的理论为真． 其
一，研究者可以通过看报纸、听新闻、阅读行业或
企业报告，获得现实的证据，增强对所要构建理论

的理解．比如，Tsui 等［35］对员工企业间的雇佣关
系的研究，起源于他们观察到 1988 年到 1990 年
间的美国企业界的一些大的改变． 报刊上经常出
现一些报道，很多原来在保护员工方面做得很好

的企业，为了让企业能够持续下去，不得不开始裁

员．他们观察到当时企业与员工间的雇佣关系发
生了变化，有些变化不可思议: 企业不给员工提供

很多保障，但同时还要求员工关心企业，更加努力

地做好工作．作者成立讨论小组，每周花两、三小
时讨论问题．既看报纸，了解实际情况，又看文献，
寻求逻辑解释．经过半年多的持续讨论，他们建立
了一个可以接受的员工组织间的雇佣关系模型．
其二，走到现实中观察、访谈，做一些质性研

究，也是研究者常用的方法． 例如，在 Detert 和
Edmondson［30］研究隐性建言行为( implicit voice)
时，研究者先在一家公司进行问卷调研，发现超过

50%的参与者报告说: “工作中提出建议、说出想
法，常常感到不舒服”． 通过深入访谈，发现了员
工不愿意建言的 5 条主要原因．进一步，研究者对
185 位来自不同组织的高管人员进行问卷调研，
发现这 5 项不愿建言的原因在组织中普遍存在．
基于此，研究者开发了一个隐性建言理论．再如，
Little等［28］研究职场怀孕女性如何维持自己的职
业形象，提出一个研究模型，即职场女性感知到怀

孕带来合法性和价值两方面的威胁，从而积极地

采取形象维持策略( 如保持做事节奏等) 和去类

别化策略( 如隐瞒怀孕等) ，来管理职业形象． 作
者通过对 35 位职场怀孕女性的访谈，证实了理论
所描述的现象和机制的存在，据此发展了“职业
形象维持理论”． 进一步运用 587 位怀孕女性的
两轮调研数据，分析结果验证了作者所发展的

理论．
其三，查阅历史资料，形成故事脉络，也是研

究者擅于使用的方法． 比如，Miller 和 Shamsie［36］

研究企业资源与环境的互动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

响时，选取 7 家好莱坞大型电影公司作为研究样

本．通过查阅历史资料，研究者发现，1936 年到
1950 年间，是好莱坞电影公司的“黄金年代”，观
众对电影需求旺盛、偏好稳定． 这段时期内，这
7 家电影公司大力发展自身的财务资源． 这些稳
定的财务资源使得电影公司能够在可预测环境中

提前规划各类战略，为电影公司带来了可观收益．
而在 1951 年到 1965 年期间，电视业的兴起给好
莱坞电影业带来了巨大冲击，观影需求减少，偏好

差异变大．这段时期内，这 7 家公司开始增大对知
识资源的投入．知识资源的增多使电影公司能够
灵活应对外界环境带来的不确定性，使公司财务

绩效保持稳定．基于对历史资料的梳理，研究者相
信“资源的权变理论”的真实性．
另如，Sherer 和 Lee［33］关于制度变革动因的

研究中，选取美国律师事务所作为研究样本．该行
业长期采取的“非升即走”人才选拔标准使得美
国法律界人才短缺情况严重．研究者查阅 1970 年
代的商业杂志，如《美国律师》，发现早期已经有
一些律师合伙人对如何改善人才短缺问题进行了

探讨，并与资源依赖理论对组织如何解决资源短

缺问题相一致． 随后，《纽约时报》等商业杂志对
美国一家著名的精英法律事务所 Davis Polk 实施
的“高级律师轨道”人才选拔办法进行了大幅报
道．新办法逐渐被其它精英事务所效仿，并逐步推
广到全美．整合资源依赖理论和合法性逻辑，作者
建立了组织变革的内生驱动理论．
再如，Barnett 和 King［31］以美国化工行业为

对象研究行业为何进行自我监管． 1984 年 3 月，
美国联合碳化物公司位于印度博帕尔的一家子公

司发生化学物质泄露事件，死伤惨重．作者翻阅了
大量关于此事件的报道，发现行业内多家公司的

高管都发表过类似看法，“这件事不仅仅是联合
碳化物公司一家事情，而是整个行业的事情”，
“博帕尔事件很可能导致美国化工企业集体消
亡”．媒体报道也表明，博帕尔事件直接促使了美
国化学理事会的责任关怀计划的产生． 这些历史
记录支持了研究者关于现代行业共享非物质资源

的观点，表明保护这些非物质共享资源是产生行

业自我监管的重要原因之一．
3． 2 与理论对话以增强基于理论的逻辑
本文所列举的 9 篇 AMJ年度最佳论文，每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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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非常强调基于理论的逻辑来构建自己的理论．
比如，Chua［29］基于内隐信念理论，建立起周边文
化冲突与跨文化创造力之间的关系． 内隐信念是
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用来解释和评估社会环境的意

义系统．人们对于来自不同文化的观念和价值观
是否相容持有内隐信念． 关于文化是否相容的信
念既有长期性的一面，也有可变的一面，这些信念

也可以被环境刺激暂时改变．因此，作者认为当人
们在其直接的社会环境中( 例如在他们的社会网

络中) 目睹跨文化不和谐时，他们认为不同文化

的思想和价值观天生不相容的信念就会被激活或

增强，从而削弱了整合跨文化想法的能力，破坏了

多元文化的创造力．
另如，Agarwal等［32］基于知识基础观，建立了

衍生公司知识继承理论． 公司存在两种至关重要
的知识: 技术知识和市场知识．如果母公司技术知
识和市场知识不同步增长，那么拥有这些知识的

员工就有创办衍生企业以实现市场价值的动机，

从而提高了衍生企业产生的可能性． 如果母公司
技术知识和市场知识同步增长，那么母公司能够

进入许多细分市场，衍生公司存活率小，从而降低

衍生企业产生的可能性． 衍生公司能够继承母公
司的知识遗产，所以衍生公司的存活率高于其他

类型的市场新进入者． 借助 1977 年—1997 年间
磁盘驱动行业的数据，作者验证了所建立的理论．
再如，Seibert 等［34］整合弱连接、结构洞和社

会资源三个理论，构建了“职业成功的社会资本
理论”，以解释社会资本与个人职业成功之间的
关系．弱连接理论认为，弱连接往往是紧密联系的
社会小团体之间的桥梁，因此，如果个体在工作场

所中拥有更多的弱连接，个体将与其他部门拥有

更多的接触，从而获得更多的信息、更多的资源渠
道．结构洞理论认为，如果个体在工作场所的网络
中拥有更多的结构洞，个体将有更多的机会与上

级接触，从而获得更多的信息资源和职业庇护．社
会资源理论关注网络中资源的本质． 个体在网络
中获得的信息、资源和庇护将有利于个体的薪酬、
晋升和职业满意度．通过问卷调查，作者获得 448位
来自不同组织的不同职业的员工数据，验证了所

构建的理论．

4 研究结论与意义

4． 1 研究结论: 混淆统计检验与统计推断之 P值
误用

科学研究是“问题 －理论 －证据”三位一体
的过程，包括推理、检验和推断三项活动．由问题
到理论再到假设( H1 ) ，是推理活动; 由 H1建立

H0，设定 H0为真的情况下检验 H0与抽样数据匹

配概率，是检验活动; 基于检验结果来推断 H0为

假从而接受 H1为真，进而接受理论为真，是推断

活动．推断的第一步是统计推断．统计推断和统计
检验是两个不同的活动． 统计检验犯错误的概率
叫假阳性概率，即 Pr( H0检验被拒绝 | H0为真) =
Pr( P ＜ α | H0为真) = α．统计推断犯错误的概率
叫假阳性之反概率，即 Pr( H0为真 | H0检验被拒

绝) ．假阳性之反概率越小，统计推断的可靠性
越高．
“假阳性概率”和“假阳性之反概率”不一样，也
不相等．它俩之间的数值关系受假阳性概率( α)、假
阴性概率( β) 和先验概率( prior probability) 的影
响，特别是受先验概率影响很大． 先验概率越高，
利用统计检验的结果( 即假阳性概率) 进行统计

推断所犯错误概率就越小．如果先验概率很小，即
使统计检验结果的假阳性概率很小( 小于 0． 05或
0． 01) ，则利用该结果进行推断所犯错误概率也
很大．
因此，P值之争的本质是对基于 P值的 NHST

方法的误用，把统计检验和统计推断混淆，直接用

统计检验结果来进行统计推断． 这导致错误的推
断．科学研究中，要掌握先验概率，以把握基于统
计检验的结果来进行统计推断的可靠性．
本文提出掌握先验概率的双重对话途径: 1)

与现实对话以提供基于现实的证据; 2) 与理论对
话以增强基于理论的逻辑． 并通过 9 篇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年度最佳论文具体做法的
总结( 见表 2) ，指导研究者如何进行．
4． 2 掌握先验概率对克服 P值误用的科学哲学
意义

掌握先验概率，对统计检验结果进行修正，再

进行统计推断．这具有科学哲学意义．其一，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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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科学研究是先验与经验相统一的本质［37，38］．每
一项研究活动不是孤零零的存在，而是与其所在

的自然、社会及其已有知识联系在一起．自然、社
会及其已有知识提供了研究活动所探究的理论的

先验概率，脱离此，统计检验的经验活动没有意

义．每项研究活动又作为先验存在进入科学研究
的长河之中．
其二，加深了对不充分决定性( underdetermi-

nation) 的理解．不充分决定性讲的是理论与证据
间的关系［39］．理论代表实在( reality) ，经验证据代
表事实( factuality) ，由于事实是有限的和局部的，
所以实在和事实之间不是镜像关系． 这导致不能
借助任何事实推断出理论正确性．所以，从经验证
据到理论的推断过程中，必须考察经验证据存在

的情境，获得理论在此情境下发生效力的先验概

率．任何研究所接受的理论，若要推广到其他情
境，都需要重新审视．
其三，把科学研究看作是通过建立理论来解

决问题的活动( 见图 1) ，理论是否被接受要看其
解题效力［40］．问题是时空范畴的存在． 即使存在
超越时空的问题，但对问题考察的经验活动又是

时空范畴的存在．所以，科学研究所建立的和所接
受的理论，也是时空范畴的存在．建立和接受什么
样的理论，主要取决于其在情境中解决问题的效

力．在 A 情境中有效的理论，如果由于在 B 情境
中先验概率很低而无效，那么 B 情境也不能接受
该理论．
4． 3 通过双重对话掌握先验概率的实践启示
提示科学研究者和评审者，需要重视以下

问题．
第一，研究的是真问题吗? 对现象和情境的

深刻了解，以及对理论的逻辑及其隐含假设的透

彻理解，是抓住真问题的根本方法［21］． 科学界把
“用科学的方法解决错误的问题”叫做“第三类错
误”． Von Glinow 和 Teagarden［41］指出，当前中国
管理研究中“第三类错误现象突出，其根源在于
中国学者对国外理论的边界条件缺乏了解”． 与
情境和理论的双重对话，可能是避免犯第三类错

误的不二之法．
第二，构建理论了吗? 通过构建理论来解决

问题，是科学工作者有别于管理咨询、管理实践等

从业者的本质特征．发展新理论来解决真问题，是
科学工作者的应该所为和尽力所为． 无论是发展
新理论还是运用旧理论，如果解决的是假问题，这

都是不可取的．
第三，有现实证据吗? 可以参考上文所列举

的 AMJ年度最佳论文的做法，比如新闻报道、行
业或企业报告，观察、访谈等质性研究，历史资料
和故事等，形式多样地提供现实证据．也可以通过
元分析来展示所建立理论发挥效力的先验概率．
需要谨慎的是，元分析是针对一个具体问题的系

统性回顾，其样本情境来源是多样的，而一项研究

的统计检验 P 值是在一定情境中获得的，而需要
获得的是该情境下的先验概率，用此先验概率来

调整统计检验结果进行统计推断． 如果现实证据
表明先验概率在 0． 5 或以上，那么可以用统计检
验结果进行统计推断; 如果低于 0． 5，那么必须谨
慎使用统计检验结果进行统计推断． 在报告统计
检验结果的时候，不应立即进行统计推断，需要报

告先验概率是否在 0． 5 或以上，然后报告统计推
断结果．
第四，逻辑坚实吗? Colquitt 和 Zapata-Phe-

lan［42］给出了假设提出的五种方式，这五种方式
反映了“作为实证研究中假设提出的依据，现有
理论被应用的程度”．这五种方式有层次之分，从
低层次到高层次分别是: “用归纳法或逻辑描述
法形成预测”、“引用已有发现建立预测”、“基于
现有概念说理推导出预测”、“用现有模型和图示
形成预测”和“基于现有理论产生预测”． 前两种
与本文强调的“基于现实的证据”一致，后三者与
本文强调的“基于理论的逻辑”相一致．逻辑越坚
实，所探究的理论的先验概率越高．

5 结束语

本文认为，P值之争的本质是，对基于 P值的
零假设检验( NHST) 的误解和错用，用统计检验
的结果直接进行统计推断，导致似是而非的推断

错误．如果理论的先验概率很低，即使统计检验结
果显著( 如 P ＜ 0． 05 或 0． 01) ，利用该结果进行推
断所犯错误概率也很高．因此，在根据统计检验结
果进行统计推断时，必须考察先验概率．本文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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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先验概率的双重对话途径． 科学工作者应该
与情境充分对话，通过各种方式，比如阅读报纸、
走到现实中访谈、查阅历史资料等，获得尽可能多
的现实知识，理解理论发生的情境．同时，科学工

作者应该与知识体系充分对话，充分掌握“知识
的已知”，探寻解释现象发生的理论．双重对话帮
助研究者掌握先验概率，从而提高了基于统计检

验结果进行统计推断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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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value debate and implications for management research: The signifi-
cance of prior prob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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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P-value debate is grounded in the confusion between statistical signifi-
cance testing and statistical inferences． Using results of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testing to make statistical infer-
ences can lead to the validation of many specious theories． Errors in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testing refer to the
probability of false positives，and errors in statistical inferences lie in the inverse probability of false positiv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probabilities is highly affected by prior probability． A higher prior probability
decreases the probability of errors when using results of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testing for statistical inferences．
By contrast，a lower prior probability increases the probability of statistical inference errors even if the proba-
bility of false positives is low． To improve the reliability of statistical inferences，and taking management re-
search as an example，this paper proposes to establish a better prior probability through a dual dialogue with
practical and theoretical worlds． The significance of this paper lies in revealing the unity of prior knowledge
and empirical evidence in management research and the insufficiently deterministic nature of management re-
search．
Key words: P-value; null hypothesis significance testing ( NHST) ; inverse probability of false positives; pri-

or probability; management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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